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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汉学家视野中的六朝历史考古
———丁爱博 《六朝文明 》导读

李梅田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

《六朝文明》（Six Dynasties Civilization）是美国
斯坦福大学丁爱博（Albert E. Dien）教授关于魏晋
南北朝历史考古学的代表作，是张光直教授主编的

《早期中国文明系列》之一，2007年由耶鲁大学出
版社出版，中译本即将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刊行。
丁爱博早年就读于华盛顿大学、芝加哥大学和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先后任教于夏威夷大学、哥
伦比亚大学和斯坦福大学，教学和研究方向包括中

国历史与语言、内亚（Inner Asia）历史与文化，尤以
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主要研究领域，撰有多篇关

于中古政治与社会、军事、文物考古方面的论文，
《六朝文明》是他积三十年之功完成的一部魏晋南
北朝历史考古学代表作。丁爱博教授 1993年自斯
坦福大学荣休后，仍专注于六朝的研究，目前正致

力于“剑桥中国史”丛书第二卷之《六朝史》及《六朝
文献指南》的编撰工作。
魏晋南北朝（即西方学者所称的“六朝”①），是

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混乱与无序的年代，永嘉之乱

后，“五胡乱华”带来了政治格局的频繁异动，社会
与经济秩序遭到严重破坏，因此有些西方学者将这

段历史与欧洲中世纪历史相提并论，称之为中国的

“黑暗时期”。其实，如果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魏晋
南北朝时期不但不“黑暗”，反而在文化、艺术、技术
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并开启了灿

烂的隋唐文化之先河。
在六朝三百多年的岁月里，经历了政治分裂、

地区战乱、人口的大规模迁徙、民族融合、外来宗教
与文化的渗透等一系列的重大社会变迁，如何撰写

这个特殊时期的物质文化史，无论对历史学家还是

考古学家来说都非易事。在以文献为主要研究材料
的传统史学里，对制度史和重大历史事件的重视长

期主导着历史学的研究方向，而对涉及更广泛社会

层面的物质文化缺乏应有的关注，至少缺乏全面系

统的考察；随着考古实物材料的增加，越来越多的

考古学家尝试以实物与文献相结合的方式复原六

朝的物质文化，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考古所获的实

物资料仍然只是作为历史文献资料的辅助，考古学

家常常不自觉地将考古材料作为重大历史学题材

（如礼仪制度、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实物证据，
因此十分重视与精英阶层相关的都城、墓葬及文字
材料，而忽视了更丰富和生动的体现普通人生活状

态的实物材料。考古发现的实物包罗万象，与传世
文献相比，不但内容更丰富，也能更真实地反映古

代社会的原貌，因此，在复原古代社会与文化方面，

历史考古学理应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体现更强的活

力。美国汉学家丁爱博教授的《六朝文明》依据实物
材料尽可能全面地考察了六朝的社会与文化，为我

们提供了历史时期考古学研究的一个极好范例。
丁爱博的学术背景涉及六朝历史学、考古学和
艺术史，他对六朝的研究既有政治制度史方面的宏

观关注，如对六朝政权与社会变迁所作的论述②，

也有对六朝个别文物的微观考察，如对堆塑罐、镇
墓俑、马蹬、武器等的讨论③，对六朝文化史重要文
献也多有研究④。正是在这些前期个案研究的基础
上，丁爱博得以完成这部视野开阔，又不乏深度的

六朝历史考古学专著。
《六朝文明》的内容和叙述方式与谢弗（Edward

Schafer）的唐研究著作相仿，它也许可以与谢弗的
《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的舶来品研究》⑤媲美，成
为六朝研究方面的经典之作。
在丁爱博看来，六朝尽管经历着社会的巨变，

但人们的日常生活仍然具有基本的延续性，社会的

变迁引起了物质文化的变化，但绝不是对过去的断

然割裂，六朝文化在汉代基础上持续发展，并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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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隋唐文化成就之先河，因此，他从发展的视角重

新审视了变迁中的六朝文明，“发展”与“变迁”就是
《六朝文明》的两大主题。
围绕着六朝社会的“发展与变迁”特质，《六朝

文明》依据考古出土的实物材料，结合历史文献，对
六朝文化的方方面面进行了系统的讨论，全书除前

言和结语外，正文部分共分十三章：

第一章“六朝”、第二章“城市与边镇”、第三章
“建筑”、第四章“墓葬建筑”、第五章“皇室墓葬”、第
六章“墓内陈设”、第七章“物质文化与艺术”、第八
章“家具”、第九章“服饰”、第十章“铠甲和武器”、第
十一章“音乐和乐器”、第十二章“日常生活”、第十
三章“佛教与道教”。
这些章节的划分显然与中国考古学著作常见

的分类有较大不同，除了包括中国考古学比较重视

的内容如城址、建筑（二、三章）、墓葬（四、五、六
章）、手工业（七章）、宗教（十三章）外，还对反映衣
食住行等日常生活状态的物质文化（八至十二章）

进行了十分详细的论述，这反映了西方学者不同的

学术传统和学术思想。

一、 六朝的政治特性与社会特质

《六朝文明》的开篇第一章和结语部分都是对
六朝的总括，前后呼应而各有侧重。第一章是对六
朝历史的概述，但并非简单的史实罗列，而是从“自
然平衡（natural equilibrium）”的角度分析了六朝的
政治特性和社会特质。他认为，尽管在 220年到 1912
年间，中国历史上统一和分裂的时期相差无几，六

朝更是一个以分裂为主的年代，但全国统一的趋势

始终贯穿于中国的历史。他认为至少从秦汉开始，
自然平衡就成为国家统一的动因，秦汉建立的大一

统中央集权制度成为了中国古代政治的典范，六朝

社会虽然看似支离破碎，但统一一直是六朝历史发

展的主线，分裂只是重归统一之前的短暂过渡，这

与印度的情况正好相反，体现了中国政治的特殊

性，在以胡人占主体的北方和以中原移民精英为主

体的南方政权都是如此，只不过由于南北方居民成

分的不同，而导致了南北方政权特征的差异。
那么什么样的自然平衡才是六朝社会的统一

动因？丁爱博认为，秦汉建立的中央集权制度消灭

了以权力世袭为特征的血缘贵族和血缘意义上的

高等级宗族，取而代之的是由地方精英、世家大族
组成的官僚体系，在中央和地方之间都没有了权力

的自然集中，所以每一次的分裂都是暂时的，最终

会实现国家的统一。
非汉民族的南迁和政治的分裂无疑是六朝社

会最显著的特征，丁爱博承认非汉民族的出现对六

朝政治与社会的重要意义，但反对中国历史学家过

份强调非汉民族与中原民族的融合进程，认为文化

的融合不仅发生在非汉民族与中原民族之间，也发

生在南方，即南迁的北方人与本地人之间，两种文

化的融合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借鉴和利用，

而不是对原本价值观的取代，因此他强调六朝物质

文化的地域差异，而不是种族差异。
丁爱博对于六朝文化的理解是非常正确的。陈
寅恪先生曾多次强调中古时期的文化与种族问题，

如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说，“全部北朝史中
凡关于胡汉之问题，实一胡化汉化之问题，而非胡

种汉种之问题。当时之所谓胡人汉人，大抵以胡化
汉化而不以胡种汉种为分别，即文化之关系较重，

种族之关系较轻，所谓有教无类者也”⑥；在《唐代
政治史述论稿》中又说，“汉人与胡人之分别，在北
朝时代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
人，凡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

论”⑦。丁爱博关于种族与文化的讨论可以说是对
陈寅恪观点的实物阐释，相比陈寅恪先生所依据的

文献资料而言，考古提供的实物材料有着更广泛的

代表性。
六朝考古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物质文化的

地域差异，而非种族差异。地域差异首先表现在南
北文化的差异，其次是北朝内部各地域之间的差

异。在各主要政治中心地区，如平城、长安、洛阳、邺
城、建康及辽西和河西重镇等，尽管统治者的种族
不尽相同，但无一例外地采取了中原式的礼仪典章

制度，即便在十六国时期“戎狄居半”的关中地区，
物质文化也显然是汉传统的延续。以丧葬礼制为
例，从墓葬形制到随葬品和图像基本上都是汉、晋
传统的延续，很难根据丧葬礼俗来推断墓主人的种

族。在一些身份明确的少数民族贵族墓（如平城鲜
卑贵族墓），以及外国人的墓葬里（如西安等地的粟

特人墓），尽管保留了一部分民族旧俗，但墓葬的主

流文化因素，如关中地区天井式的墓道、门楼式的
墓门和体现中原卤簿制度的陶俑组合等，明显是中

原传统的延续。雁北河套地区和平城地区作为拓拔
鲜卑进入中原前的早期活动中心，考古材料体现出

“华夷糅杂”的文化面貌，但以方山永固陵、司马金
龙墓等为代表的一批鲜卑和汉人高等级墓葬反映

的都是中原式的礼仪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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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地域文化差异与融合的思想贯穿于《六朝
文明》全书，作者在论述城市、建筑、埋葬方式，以及
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方式方面，都十分注意地域之

间的比较，强调地域之间的差异与交流，并在结语

部分对南北方文化的差异作出了总结性论述。他指
出，非汉游牧民族对六朝社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服

饰（如袴褶）、饮食（如奶制品）、马背乘骑方式（马
蹬）、梯形棺木、镇墓兽的样式、妇女地位等方面。此
外，中亚文化和佛教等外来文化也深深地影响了六

朝的社会。他以墓葬壁画和传世绘画中的图像为
例，详细讨论了外来文化对传统中国文化造成的冲

击，以及南北方所受不同程度的影响。
政治格局的多变性、民族成分的复杂性、人口

流动的频繁性、文化交流的多样性是形成六朝地域
文化差异的原因，也正是六朝地域文化之间的交流

与互动促成了汉、唐文化的嬗变。六朝，只是汉唐之
间的一个短暂过渡时期,丁爱博在本书的楔子里以
圣经故事引出了六朝社会的这个重要特征：

As Adam and Eve were fleeing the Garden of
Eden, one version goes, Adam turned to comfort his
sobbing mate. “Don’t cry, dear,”he reassured her,
“We’re just living in an age of transition.”（当亚
当和夏娃逃离伊甸园的时候，亚当安慰哭泣中的伴

侣。“别哭，亲爱的”，他鼓励说，“一切都是暂时的”。）

二、 六朝的城市与建筑

城市发展史的研究是历史学和考古学共同关

注的课题，但由于考古材料和文献资料同样残缺不

全，很难对任何一座古代城市作出理想的复原。《六
朝文明》以考古发现讨论了城市的平面规划与布
局，以文献资料勾画了城市的细节和城市生活，研

究方法上较好地将文献与考古资料进行了结合，再

现了六朝时期的部分城市面貌。
《六朝文明》第二章“城市与边镇”相当于中国
考古学传统分类中的“城址”，系统讨论了南北方的
多个城市，包括北方边镇（北魏六镇之武川、抚冥、
柔玄及赫连夏之统万城）、北方早期城市（如邺城、
晋阳城、寻阳城）、北魏都城（盛乐、平城、洛阳）、南
方城市（武昌、扬州、建康），对资料相对丰富的邺
城、平城、洛阳和建康的讨论最为详细。
六朝是中国古代城市大发展的时期，城市规划

的很多方面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果将中
国古代城市的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唐长安城及以

前、宋汴梁城及以后），那么六朝就是前一个阶段城

市形态的基本定型时期，主要特征是里坊制的形

成。新的里坊制在北魏洛阳城已有明确形态，但其
来源可能渊源于曹魏邺城，也可能受到北魏平城

“邑居”制度的影响⑧，只不过考古材料过于稀少，
文献记载也语焉不详，无法得出更明确的发展轨

迹。六朝城市的另一个特征是主要宫殿和衙署的集
中和北置，一改西汉长安城和东汉洛阳城宫殿的分

散状态，这可能反映了城市居民的增多和城市防卫

功能的强化。无论封闭的里坊制还是宫殿在城市中
的绝对地位，都反映了古代城市强烈的皇权意识，

这也是中国古代城市（尤其是六朝隋唐城市）与欧

洲中古城市本质上的不同，正如 20世纪最伟大的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说，欧
洲中古城市本质上是依赖工商业发展起来的市场

聚落，而中国城市往往只是官府所在地或皇权代理

人的治所⑨。韦伯对中国城市的观点无疑具有很强
的前瞻性，但他对中国历史并不了解，缺乏对中国

古代城市的具体分析，丁爱博作为一位熟知中国历

史、熟悉中国文献与考古材料的西方学者，对六朝
城市的特质有着非常准确的理解，遗憾的是他在本

书中并未将六朝城市与欧洲中古城市作出比较。
丁爱博对六朝城市的讨论包括城市建设史、城

市规划与建筑技术的发展、城市经济与社会等内
容，与中国学者重视城市的平面布局、重视宫殿与
宗教建筑有所不同，他较重视城市的细节，常常利

用文献资料生动地描绘城市的真实生活状态，从城

市居民的生活图景探讨了城市的文化因素。如通过
《南齐书》记载的平城祭祀场景，讨论了平城城市生
活中的游牧民族因素，以及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印

象；又如以刘宋孝武帝讨伐竟陵王刘诞的史实，描

绘了攻城战中广陵城内的城楼、烽火台等设施，根
据南朝王朝的兴衰描述了建康城的兴建历程，从侯

景之乱等重要历史事件描绘了城市建筑的诸多细

节。丁爱博对南方城市的研究，还十分重视地形、资
源等因素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如从地形和资源因素

讨论了东吴武昌城的兴衰：良好的地形屏障和丰富

的铜矿资源决定了武昌城在东吴早期的地位，而本

地农产品的匮乏则成为战争时期武昌城的先天缺

陷，最终导致了武昌城的衰落和建邺城的兴起。
对与六朝城市史关系密切的建筑，丁爱博有着

更深刻的论述。本书的第三章主要基于壁画和画像
砖中的建筑图像、墓葬中的建筑模型等资料，结合
文献对六朝的建筑进行了讨论。
六朝考古中的建筑资料远不如汉代丰富，也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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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汉代祠堂、阙及楼阁模型等反映的建筑物细部特
征，但丁爱博注意到不同类别的建筑实物资料与真

实建筑物的差距，如石刻中的建筑和平面图像中的

建筑在反映实际建筑上的不同，因此他对六朝建筑

基本特征的描述是十分谨慎的。在建筑物的分类
上，他认为宗教建筑和世俗建筑在结构上没什么区

别，功能上有时也能混同，所以他主要从建筑的结

构上将六朝建筑分为三类：有承重墙、无斗拱的普
通建筑；以穿斗和抬梁方式组成柱网的大型木构建

筑；佛塔建筑。对三类建筑的讨论都是基于考古发
现的实物，因此对材料相对丰富的大型木构建筑的

论述最为详细，不但讨论了斗拱、梁柱、鸱吻等建筑
元素的发展轨迹及在建筑中的作用，也比较了屋顶

支撑方式与西方建筑的差异，还将壁画中的建筑图

像与文献中描绘的宫殿建筑进行了对比。
丁爱博认为包括六朝在内的中国古代建筑主

要是根据一定的梁柱结构原则而建造的木构建筑，

因此建筑上的变化相对有限，建筑风格相对保守；

但也正是在六朝时期，一些典型的中国建筑特质开

始出现，如愈加固守木构传统、愈加强调屋顶、开始
加大屋檐的进深、斗拱更加复杂、简朴的汉式风格
向华丽的装饰风格过渡等。

三、 六朝的墓葬文化

墓葬是历史时期考古中内容最丰富的一类实

物材料，它对复原古代社会的作用早已超越了丧葬

礼制上的意义，由于墓葬材料所覆盖的时空范围非

常广泛且内涵丰富，完全可以以此重建某一时期或

地区的文化史。与很多西方学者将墓葬视为艺术史
材料不同，丁爱博更像多数中国考古学家一样，将

墓葬视为一类非常重要的文化史材料，没有对墓葬

礼仪空间或“墓葬观念”做过多的阐释，而是按地区
讨论墓葬建筑的地域性特征（第四章）、按时代讨论
皇室墓葬的演变（第五章）、按墓内物品的类别讨论
了各类物品在时空上的变化及可能的象征意义（第

六章），这样的论述方式与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常见

的分区、分期、分等级相似，目的是探讨墓葬文化因
素的渊源、交流和融合，从而复原局部的物质文化
史。在材料零散、地域特征为主的六朝墓葬中，这可
能是一种比较合理的叙述方式。
第四章是关于六朝墓葬形制与结构的讨论，正

如章名“墓葬建筑”所示，丁爱博将墓葬视为一类建
筑实物，因此对墓葬的关注并不仅仅在于墓葬的平

面和立体形态，而是充分考虑到建筑技术与地理环

境、文化传统的相互影响，以及与地面人居建筑在
技术和涵义上的区别与联系。本章将六朝墓葬分为
北方和南方两部分，将北方墓葬分为中原、西北和
东北三个区域，将南方墓葬分为长江下游、长江中
游及南方其他省区共 10个小区，每部分都详细介
绍了墓葬的发现情况，再以典型墓葬为例介绍墓葬

形制在本地的发展演变情况。丁爱博认为，六朝墓
葬建筑的主流文化因素来源于汉，但由于地域和时

代的不同而出现了不同的发展方向。总的来说，六
朝墓葬的主要发展趋势是：穹隆顶结构和玉带式砌

砖方式的广泛运用、分段式墓葬的减少，以及凸字
形墓的增大，但不同地区由于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

的差异而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如福建等地的阶

梯递进式墓葬，广东地区的船篷形墓和多连墓。
墓葬之所以成为物质文化史的重要材料，一个

重要原因是它直观反映了一个时代的丧葬礼制，而

丧葬礼制往往在政治中心地区的高等级埋葬实践

中得到最好的执行，因此丁爱博在第五章专门讨论

了皇室墓葬的发展情况。对皇室墓葬制度的讨论始
于汉而终于隋，表明作者重视对六朝丧葬礼制的追

根溯源。他认为，尽管六朝的埋葬模式受社会变迁
的影响而发生了很多变化，但从地面设施到地下空

间，基本上是汉代传统的延续，六朝墓葬体现的主

要是汉唐之间的一种过渡形态。
丁爱博将六朝的皇室墓葬分为三国、西晋和南
北朝三个阶段，南北朝时期则按南方和北方分述，

这样的时空划分基本符合魏晋南北朝墓葬发展的

基本特征：从时间上，六朝丧葬模式经过了曹魏、西
晋和南北朝几个阶段；从空间上，六朝丧葬模式主

要体现在南北方之别。
曹魏和西晋时期是中国古代丧葬模式大变革

的时期，一个具体表现是所谓“薄葬”，即相对汉代
墓葬而言的简化，薄葬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正如

丁爱博所说，埋葬简化的原因极有可能是由于现实

的经济状况，而不是由于朝廷的政令。他认为曹魏
西晋丧葬模式的另一个变化是对祖先崇拜的关注

由墓葬转向宗庙，这种现象肇始于东汉时期地面附

属建筑的衰退，三国时期曹丕又主张恢复宗庙祭祀

的旧制而废除墓祭。在薄葬和不墓祭的影响下，曹
魏、西晋皇室墓葬地面和地下的配置都大大地简省
了，如地面上不树不封、不立寝殿，地下部分墓室数
目减少、随葬品缺乏金银珠玉等珍贵品，原来标识
墓主身份的墓碑也转入地下成为墓志等等。正是由
于曹魏和西晋埋葬制度上的这些变化，我们现在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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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像对待汉代帝陵一样，将文献记载的帝陵与今天

的考古发现进行明确的对应，丁爱博除对身份较为

明确的皇室陵墓进行详细描述外，也对一些墓主身

份存疑的陵墓进行了推测。
由于六朝墓葬的地面设施十分简略（仅有南方

六朝帝陵的神道石刻），因此丁爱博在论述墓葬文

化的时空分布之后，重点讨论了墓葬的地下部

分———墓内陈设（第六章），相当于中国考古学著作
中的葬具和随葬品。他将这部分内容分为：墓内设
施（棺椁、帷帐、祭台、墓志等）、避邪及象征物（镇墓
兽和俑、玉猪、弩机、魂瓶、镜子）、日用器和明器。
在讨论墓内设施时，丁爱博常根据统计数据来

考察墓葬文化因素的地区特征，如通过对棺钉发现

地点的统计得出棺钉并非木棺唯一扣合方式的结

论，又认为梯形木棺起源于北方游牧民族，而佛教

中国化之后又成为佛教舍利函的形制，这些都是很

有意义的结论。但他因墓内祭台（放置灯盏的砖台）
大多发现于长江流域的现象而推测它是为了防潮

而作，其实祭台这类墓内设施主要体现的是丧葬礼

制方面问题，似乎更应根据墓葬等级而不是根据地

区分布来做统计，否则可能会忽视这些文化因素在

礼制方面的意义。
丁爱博所称“祭台”即墓室内高出地面的放置

献祭物品的砖台，它的所处位置往往代表了墓室内

的祭祀空间，即便在没有这种砖台式祭台的北方墓

葬中，祭祀空间也是存在的。在东汉以后流行的前
堂后室式墓中，前堂往往是摆放献祭物品的祭祀空

间，而曹魏以后墓室简化为单室，祭祀空间与棺椁

则共用一室，祭祀场所偏于墓室的一侧或位于墓门

附近，另一侧则放置棺木，这可能也是单室墓内的

棺床常偏于墓室侧壁的原因。这样的祭祀空间配置
可能存在墓葬等级的差异，一些小型墓葬可能只是

砌筑简单的砖台，而大型墓葬常常以帷帐构建一个

较正式的祭祀空间，如洛阳曹魏时期的高等级墓

（以正始八年墓⑩为代表）、平城北魏司马金龙墓輥輯訛、
南京六朝墓輥輰訛等都常见石质的帷帐座和金属的帷

帐支架；辽宁朝阳袁台子东晋墓则发现了一个完整

的祭祀空间，在一个漆木几案上放置着 14个漆盘
和其他器皿，几案上方曾支着一顶帷帐，帷帐的铜

质角管和石座散落于几案上及周围輥輱訛。因此，墓室
内的祭祀空间是六朝墓葬的普遍现象，用砖台还是

用帷帐、几案组合只是墓葬等级的反映，而与地区
特征无关。这种祭祀空间可能与墓内设奠有关，曹
魏前后地面上的墓祭现象消失后，一部分祭祀活动

可能转入了宗庙，同时也更加重视墓内的祭祀，正

如墓碑禁止之后地下的墓志逐渐流行一样。以孝闻
名的汉末至晋初重臣王详曾有遗令：“气绝但洗手
足，不须沐浴，勿缠尸，皆浣故衣，随时所服。所赐山
玄玉佩、卫氏玉玦、绶、笥，皆勿以敛。西芒上土自坚
贞，勿用甓石，勿起坟陇，穿深二丈，椁取容棺，勿作

前堂、布几筵、置书箱镜奁之具，棺前但可施床榻而
已，糒脯各一盘、玄酒一杯，为朝夕奠”輥輲訛。王详的墓
采用了当时流行的薄葬程序，但并没有省略墓内的

祭奠，作为一座单室墓，棺前的床榻就是墓内设奠

之所。
在考古报告中一般是根据质地和形态对随葬

品进行分类，这在处理史前墓葬资料时或许有助于

建立墓葬的年代谱系、讨论墓葬的文化属性，但对
年代已不是主要问题的历史时期墓葬而言，这种分

类法很容易忽视随葬品的实际意义。丁爱博将六朝
墓葬中的随葬品按照功能分为避邪和象征物品、日
用器和明器，对我们理解墓葬的文化属性具有积极

意义。
丁爱博首先考察了六朝时期两种造型不同的

镇墓兽：样式不固定的汉式镇墓兽（有角犀牛形和

蹲伏状镇墓兽）、人面狗形镇墓兽，后者最早出现
于平城地区的北魏墓葬中，主要流行于北朝的东

部地区，并被隋唐墓葬继承，他根据鲜卑、乌桓等
北方游牧民族以狗殉葬的习俗，推测这种镇墓兽

起源于北方游牧民族。这种观点或许可以解释镇
墓兽造型在北朝东、西部的巨大差异：关中地区西
魏北周镇墓兽基本上是蹲伏状的镇墓兽，可能就

是对本地汉式传统的继承，东魏北齐则采取了鲜

卑式的新式造型。
六朝墓葬中的象征性物品还有玉猪、弩机、堆
塑罐（魂瓶）、镜子等，丁爱博通过统计认为玉猪和
魂瓶主要是南方地区的特色；弩机是汉代墓葬中的

实用器物，但进入西晋后功能发生了变化，东晋以

后不再流行，由于石质和银质弩机的存在，而且主

要放置在棺内，并不与其他武器放置在一起，丁爱

博推测它是一种辟邪物品；根据魂瓶的发现地点，

推测它是一种起源于百越的象征物品。这些推测都
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对某些物品象征意义的解释主

要依据字面意义就略显牵强，如认为猪即豚，“豚”
与“窀”同音，“窀”意指“长夜”，隐喻用于长眠的坟
墓，玉豚的使用可能与“窀穸”之“窀”有关；又如认
为弩机的“机”代表了发音相近的“吉”，即“吉祥”。
丁爱博对钱币、日用器物及明器的讨论也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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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统计数据，比起前述对祭台的统计来说，这里

的统计数据更有助于对一些现象做出有意义的阐

释，如通过对南北方陶俑数目的统计（北方陶俑多，

而且多武装俑；南方陶俑少，而且少见武装俑），分

析了造成南北方陶俑差异的原因在于政权结构的

不同，认为北方墓俑中由军乐队引导的侍从与武装

护卫行列并不仅仅是墓主社会地位的标志，也是武

力的展现，旨在宣示统治的合法化；而在南方，这样

的武力展示是不合时宜的，南方的社会地位体现在

一些更加传统的方面，如对优美的文采和精致生活

方式的追求，因此南方墓葬中展示武力的情形仅仅

在边境地区的墓葬中有所体现。
《六朝文明》的第七章是“物质文化与艺术”，相
当于中国考古学论著中的手工业部分，是对六朝时

期陶瓷、青铜器、铁器、镜子、金器、银器、鎏金铜器、
玉器、宝石与半宝石、舶来品、玻璃器、漆器的讨论，
这些物品大多出自墓葬，但非专为丧葬而作，大多

是具有实用价值的物品，因此，丁爱博主要考察了

它们的工艺特征和文化属性，对器物上的图像（如

舶来银器和漆器上的图像）也有精彩的论述。

四、 六朝的日常生活

《六朝文明》第八至十二章是对六朝日常生活
状态的多角度描绘，既有对实物材料中的家具、服
饰、武器、乐器的讨论，也有对城乡生活方式、食物、
蜡烛、交通方式与娱乐方式的描述。前述有关城市、
建筑、墓葬、工艺品等方面的考古实物材料相对比
较丰富而且系统，因此基本可以通过实物就能探讨

文化传承、交流与传播等问题；而关于此部分内容
的实物材料相对稀少，因此丁爱博大量引用保存在

各类史籍中的相关资料，如正史、笔记、选集以及文
学作品（如赋）等，对六朝的日常生活状态进行了生

动的描绘。
对家具的讨论中，丁爱博根据考古实物中的家

具图像和家具模型，参考《世说新语》、《邺中记》、
《颜氏家训》中描绘的家居场景，描述了六朝的室内
生活方式，包括与跪坐有关的席、床榻等坐具，凭
几、枕头、垫子等支撑具，帷帐、屏风等室内布置，并
追溯了折叠椅、筌蹄等坐具在六朝的出现；还对卧
室内的家具———箱、柜、筐，以及厨房内的家具———
灶进行了描述。
关于服饰的实物资料是相对比较丰富的，丁爱

博通过陶俑和壁画资料探讨了不同身份和种族的

男女服饰特征，通过随葬的衣物疏讨论了六朝衣物

的材质种类，并探讨了服饰风格的变化与社会的关

系，认为六朝服饰变化的最重要来源是北方游牧民

族带来的服饰风格，这种风格逐渐为中原人士普遍

接受，最终形成了传统的中原风格与新样式的结

合，新的服饰风格非常注重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的

差异。
六朝时期尽管是一个战争频仍的年代，但可资

研究的武器类实物并不多见，丁爱博以陶俑和壁画

中的实物，对照文献对六朝的铠甲、刀剑等进行了
讨论，详细讨论了铠甲的制作方法和类型。
关于音乐的遗存在六朝考古中是非常罕见的，

乐器一般是非耐用材质制成，除了一些乐器模型外

很难保存下来，正如丁爱博所说，音乐是美好生活

的重要组成部分，往往也成为墓葬内的重要构成，

所以在画像石图像中仍保留了一些有关六朝音乐

的资料，对照文献还是可以对六朝的音乐生活进行

有意义的描述。丁爱博讨论了琴、筝、阮、笛、箫等传
统乐器和琵琶、箜篌等外来乐器在六朝的使用情
况，也讨论了音乐在宫廷、丧礼、军事等不同场合的
使用，探讨了与乐器、音乐有关的文化传播与融合
问题，认为中亚文化及佛教文化促使中国传统音乐

在六朝时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六朝文明》第十二章“日常生活”是对六朝衣
食住行各方面的描绘。首先通过《洛阳伽蓝记》、《世
说新语》等描绘了以洛阳、建康为代表的城市生活
画卷，既有洛阳城内的繁华景象，也有建康名士的

优雅生活方式；通过《颜氏家训》、《齐民要术》描绘
了与城市景象截然不同的乡村生活图景，对南北方

粮食和农作物的种类和种植、加工技术也皆有讨论。
尽管关于灯的实物遗存并不多见，但丁爱博对

各种质地灯的造型渊源与功能进行了详细描述，还

借助《天工开物》等文献讨论了蜡烛、灯油的制备，
讨论了六朝点灯方式在南、北方的差异。有关交通
方式的实物资料主要是墓葬图像和模型明器模型

中的车、船、骑马、肩舆等内容，这部分重点讨论了
六朝时期马车向牛车转变的原因及过程。
最后还讨论了六朝时期的娱乐方式，包括围

棋、六博、樗蒲、投壶、格五等游戏，除对有实物资料
的围棋、六博作了详细考察外，还利用文献典故对
其他几种游戏进行了描述。
上述有关日常生活状态的实物材料非常零散，

在一般考古著作中少有系统的讨论，丁爱博充分结

合史籍中的典故、轶事，将这些零散的实物连缀起
来，完美地复原了一幅生动的六朝城乡生活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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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六朝的佛教与道教

六朝社会变迁中最重要的方面莫过于佛教的

传入，在各个胡、汉政权的推动下，佛教在六朝各地
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并逐渐与中国传统文化融

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六朝佛教文明。有关六朝佛
教的遗存是相当丰富的，除了石窟寺、寺庙、佛塔等
遗迹外，还有大量单体铜、石造像和附属于其他器
物上的佛像，丁爱博在第十三章中重点对早期佛像

及其传播、铜佛像的铸造和风格演变、造像碑的地
区特色等进行了讨论。
除对文献和实物中的六朝佛教材料做出梳理，

丁爱博还对一些佛教文化现象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如在考察佛装风格时，认为中国的某些传统文化因

素影响了外来风格的吸收，多受犍陀罗而不是秣菟

罗风格的影响；在考察单体造像的铸造情况时，认

为南方因金属短缺而铜器稀少，而北方的东、西部
可能也有材质选择上的偏好，东部常以青铜制作发

愿像；又讨论了佛教造像碑与儒家传统、丧葬的关
系，认为佛教思想与传统文化的成功融合以及官僚

阶层对佛教的接受，是造像碑得以在六朝盛行的主

要原因。丁爱博在这部分的论述详细回顾了学术界
对风格与传统等问题的研究，是一个很好的六朝佛

教学术简史。由于道教实物遗存非常稀少，丁爱博
仅对一些道教图像进行了综述。

丁爱博的《六朝文明》主要是根据考古实物对
六朝文化史的复原，因此是一部历史考古学方面的

代表作。历史时期的考古学虽然有文献资料的辅
助，但实物资料比史前考古资料更为零散、残缺和
片面，如何将实物资料与文献进行有效的结合是历

史时期考古学面临的一个重要方法论问题。丁爱博
虽然没有对方法论的总结，但以对这两方面材料的

出色处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范例。他对六朝文化的
关注对象与谢弗的唐研究内容相仿，但后者主要是

根据文献所作的研究，缺乏对实物材料的考察，丁

爱博对中文文献的熟悉程度不亚于谢弗，同时对六

朝考古材料又有完全的掌握，因此，他对六朝的研

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六朝文明》是一部非常值
得我们借鉴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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